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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籍分类与学术演进

———论«葆醇堂藏书录»的八分法体系

□胡晨光∗

　　摘要　朱文藻编著的«葆醇堂藏书录»采用“经、艺、史、志、子、集、类、说”八分法,试图打破四

部分类框架.他整合小类设立艺部,把志部、类部、说部提升为一级类目,调整部分二、三级类目

的划分、名称和顺序,对类书的性质和丛书的价值做出新认识,反映出以小学、金石学、舆地之学

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术风貌.«葆醇堂藏书录»本着灵活变通的编目原则,力求突破四分法的桎梏,
在图书分类上体现学术发展,是古籍目录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的积极尝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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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四部分类法自魏晋时期创设,发展至清代,其格

局和地位已经十分稳固,私家编目多采四分法.亦

有少数学者如孙星衍在«孙氏祠堂书目»等目录中创

新体例,其学术价值已得到郑天一等学者的充分阐

释[１].其实在«孙氏祠堂书目»成书二十年之前,«葆
醇堂藏书录»也突破四部的窠臼,试图通过目录分类

反映学术的流变,值得关注.
«葆醇堂藏书录»的作者朱文藻(１７３５—１８０６),是

乾嘉时期的杭州文献学家,字映滣,号朗斋、碧溪居

士,他一生未能考取功名,多就馆为幕客,为人考校、
编纂典籍.早年间,他就馆于杭郡汪氏振绮堂,著«说
文系传考异»,并为汪氏编著提要目录十册———«振绮

堂书录»,被称为“讲求目录学者必不可少之书”[２];也
在浙江书局参与纂辑«浙江采集遗书总录»[３].后应

王杰之邀,赴京助校«四库全书»兼修«续三通».自京

返杭后,朱氏赴山东,替黄易编订«济宁金石志»;后转

入阮元幕府,襄助阮元编成«山左金石志»«两浙輶轩

录»;再应王昶之聘,编纂«金石萃编»«大藏圣教解

题»,今人陈鸿森先生有«朱文藻年谱»述之甚详[４].
朱氏屡应名公之请,足见其学识为时人所肯定,周春

称他“武林耆旧尽,杭厉一灯留”[５],胡敬说:“吾浙近

代学赡而集钜者推竹垞老人,敬未知先生之学之赡于

竹垞何如? 而著作等身则相抗.”[６]

«葆醇堂藏书录»成书于朱文藻赴京校书的后期

(１７７８—１７８０),是他为王杰葆醇堂藏书编撰的目

录① .今国家图书馆存一刘喜海味经书屋抄本,为
«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»所影印.是书不

分卷,上下两册,无序跋,牌记作“道光十年岁次庚

寅,东武刘氏味经书屋钞本”,目录页自下至上有“刘
喜海印”“文正曾孙”“北京图书馆藏”三印,卷端有

“燕亭藏书”、鸟虫书“刘”两藏印,卷末有“嘉荫移藏

书印”.据«刘喜海年谱»,“道光十年(１８３０)刘喜海

三十八岁时,味经书屋抄成«葆醇堂藏书目»不分

卷”[７].是书为辑录体,每著录一书,先列书名、卷
数,然后注明作者时代、字号、籍贯,并辑录书籍序

跋,最后以“文藻案”的形式点评书籍版本、完缺、价
值所在等.

朱文藻在助修«四库全书»期间为王杰编订的这

部书目不采四部分类法,却用“经、艺、史、志、子、集、
类、说”[８]八分法,并以案语揭示分类之依据,颇具胆

∗ 胡晨光,ORCID: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３Ｇ００６１Ｇ１４６１,邮箱:１２４５６４４３１５＠qq．com.

① 葆醇堂藏书并非朱文藻所有,国家图书馆影印版前言因袭前人之误,陈鸿森先生在«朱文藻年谱»中已有辨正,不再赘述.见陈鸿森．朱

文藻年谱[J]．古典文献研究,２０１６,１９(２):１９８.

９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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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和见地.是书著录典籍约七百余种①,就其编次

的书籍数量而言称不上很多,但朱氏依旧在书目分

类中力求创新,部分门类达到三级类目,表明他在长

期典籍编目实践中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思考.其分

类体系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,做出不少创

新,我们可以透过他所设定的学术框架,窥见典籍分

类与学术演进的积极互动.

１　整合小类设立艺部

«葆醇堂藏书录»共分“经、艺、史、志、子、集、类、
说”八部,相对于«隋书经籍志»以来的“经、史、子、
集”四部分类,增加了“艺、志、类、说”四部.

朱文藻别立艺部,置于经部之后、史部之前.艺

部之下共分六门,分别是六书、金石法帖、书画、韵
书、算书、杂艺.原经部小学类、史部金石类、子部艺

术类、术数类等部类被他摘出,形成艺部.就“六书”
类而言,朱文藻说:“六书之学,诸家簿录皆列于小

学,附经部之末.今别立艺部,则书为六艺之一而作

书又必考其原,故以讲六书者冠艺部之首.凡篆、
隶、草各体书,亦以此列于后.”[９]朱氏认为,“书”为
古时六艺之一且六书乃造字之法,“作书必考其原”,
故将六书列于艺部之首,紧跟在经部之后,一定程度

上符合小学之书原附经部之末的学术地位.就“书
画”类而言,他说:“诸家簿录以书入小学,附于经;画
入杂艺术,附于子.然自来画家往往与书并传,皆为

艺苑所重.今故以次列于六书、金石之后.”[１０]该类

目收书有«历代名画记»«竹云题跋»等共九种,如«庚
子销夏记»,是孙承泽评骘所见晋唐以来名人书画之

所作.朱文藻认为画、书并传,都为艺林推重,因此

将书画类列于六书、金石之后.
“韵书”类收书有«佩文韵府»«韵学要指»«古今

韵略»«韵府群玉定本»«三体摭韵»共五种.朱文藻

案:“音韵本与六书相为表里,而韵书中兼载故实,备
词章之用,亦小学之先资也.其«三体摭韵»一书,虽
非韵学而与韵府同例,并连类而附于后.”[１１]音韵之

书与文字之书同属小学,他将其划入艺部.值得注

意的是,他将常归于类书的«佩文韵府»归于“韵书”
类.«佩文韵府»以韵隶字,于每单字之下设四部分

内容,首为“释”字,讲音韵字义,可作词典之用;其他

部分则供作诗时采择辞藻、寻找典故;总体而言该书

确实和小学之书颇有类似之处,而其按韵编排,列入

“韵书”未尝不可.“算书”类收书有«孙子算经»«五

曹算经»等四种,他说:“算书向与律术同类,入子部

天文家之后.然算,术也.数亦六艺之一,小学余力

之所当务也.置于艺部,与书同例.”[１２]他认为算术

古为六艺之一,学人治小学有余力当通算术,故不再

将其归入子部,提升了算术之学的地位.
艺部以小学为主体,汇集学人治经之余所当通

习者.其二级类目中,以六书为首,与之关系紧密的

金石、书画、韵书次之,将学人有余力当研习的算书

附后,不便归类之书列入杂艺,可见其排序纳入了学

术需要的考量,为学人治学提供了借鉴.

２　将志部、类部、说部提升为一级类目

除增设艺部之外,他还将部分二级类目提升为

一级类目.«葆醇堂藏书录»中,志部列于史部之后,
分为六门,分别是方舆、通志、府州县、山川、杂志、游
记.就各类所收典籍而言,方舆类有«读史方舆纪

要»«广舆记»共二种;通志类有«江南通志»«浙江通

志»等共七种;府、州、县志类有«邵武府志»«武功县

志»等共八种;水道、山川类有«华岳志»«水道提纲»
等共十二种;杂志类有«白鹿洞书院志»«月泉考志»
等共六种;游记类共四种②,分别是«徐霞客游记»
«雁岩志游»«游平山堂小记»«衡湘稽古».以游记类

为例,朱氏案语记:“诸家簿录,每以游记入之子部小

说家.今以其所记山水名胜,可供地志采撮之用,故
附于地志之后.至«衡湘稽古»一书,只载湖南古事,
虽未可遽入通志,而亦为作志者所取资,聊附于末以

备考.”[１３]他认为,游记之书记载山水名胜,可为方

志编纂提供素材,故不再将其划入子部而入志部.
朱氏称«徐霞客游记»“走笔为记,如甲乙之簿、丹青

之画.其书数万言,皆订补桑«经»郦«记»,及汉宋诸

儒疏解«禹贡»所未及”[１４],指出其书在订补«水经

注»«禹贡»等古代地理著作方面的重要意义,肯定其

地理学价值.他对游记之书价值的肯定与«四库全

书总目提要»将游记类纳入史部地理类的做法具有

００１

典籍分类与学术演进———论«葆醇堂藏书录»的八分法体系/胡晨光
　　　ClassificationofAncientBooksandAcademicEvolution—ABriefCommentontheTaxonomyofEightＧBranchofBaoChunTangCangShuLu/HuChenguang

①

②

郑伟章先生在«文献家通考»中统计葆醇堂藏书量为一千余种,
根据«葆醇堂藏书录»每部类后所记数量统计,经部为７５种,艺
部为４６种,史部１００种,志部３９种,子部６６种,集部３５２种,类
部１７种,说部２５种,合计为７２０种.朱氏可能在统计中稍有误

差,已在行文中指出部分讹误,但葆醇堂藏书量应未达到千种之

多.见郑伟章．文献家通考[M]．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９９:４１９－
４２０.
案语称“右游记五种”,实只见四种,未知是朱文藻误记还是抄者

遗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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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在一致性.
在诸家目录书中,类书往往作为二级类目附于

子部.«葆醇堂藏书录»中,类部成为一级类目,不分

门,共收«初学记»«蒙求释注»«汉书蒙拾»等十七种

类书①.其中,«汉书蒙拾»“取两«汉书»及«文选»之
词句故实可资小学检取者”[１５],摘词列目,后附原文

和注解,故朱氏将其列于类书.
小说笔记的阅读是清代文人重要的消遣方式之

一,朱氏关注说部之书,他曾纂集«说部杂钞»[１６].
在«葆醇堂藏书录»中,说部成为单独的门类,置于一

级类目之末,下设杂说和诗话,收书范围大致相当于

四库分类中的子部小说家类和集部诗文评类.“杂
说”有书十六种,如«太平广记»«孔氏读怨»②等;“诗
话”共九种,如«诗话总龟»«渔洋诗话»等.«汉书
艺文志»已经设“小说家类”,明代焦竑«国史经籍志»
始设“诗文评类”[１７].宋代晁公武«郡斋读书志»即
把诗话类作品如«后山诗话»«欧公诗话»等收入“小
说家类”之中.朱文藻将叙述杂事、记录异文、缀辑

琐语的小说家之书和评论诗文的诗话著作合为一

类,应该和他对诗话体裁的作品性质认识有关系,他
的«碧溪诗话»就有很强烈的记载学人奇闻轶事的特

点③,反而少了评论诗文的色彩.
就书籍数量而言,志部有书３９种,类部有书１７

种,说部有２５种,其数量尚不能满足一级类目的创

设.但朱氏将志部、类部和说部从原史部、子部和集

部中抽出,提升为一级类目,是出于对清代学术风尚

的把握和对地理著作、类书和说部之书价值的再认

识.与此相比,成书略晚的孙星衍«孙氏祠堂书目»
设立“经学、小学、诸子、天文、地理、医律、史学、金
石、类书、词赋、书画、说部”[１８]等共十二个门类,也
将类书、地理、说部之书列为一级类目,这说明乾嘉

学者对这类的书籍和学术的认识存在共通之处.

３　调整二、三级类目的划分、命名和排序

在增设艺、志、类、说四部之外,朱氏对传统的经

史子集四部之下的二、三级类目也有调整,在书籍类

目的划分、命名、排序之间,可见朱氏对书籍和学术

的认识.
«葆醇堂藏书录»经部分七门,分别是易、书、诗、

春秋、三礼、四书、群经.朱文藻将小学类划入“艺
部”,并因王杰家藏之有无,而未设“乐类”“孝经类”,
这对于完整的目录分类体系而言,实在是一个缺憾.

经部中“群经”类所收书有«内府校刊篆书群经»«十
三经类纂»等,“群经”类采兼括诸经之义,命名同于

«经义考»和«明史艺文志»,与«四库全书总目»所
立“五经总义类”不同.«四库全书总目凡例»指
出:“兼诂群经者,«唐志»题曰‘经解’,则不见其为群

经;朱彝尊«经义考»题曰‘群经’,又不见其为经解;
徐乾学通志堂所刻改名曰‘总经解’,何焯又讥其为

杜撰.今取«隋志»之文,名之曰‘五经总义’.凡此

之类,皆务求典据,非事更张.”[１９]指出“群经”之名

“不见为经解”的不足,故沿«隋书经籍志»之旧,仍
以“五经总义”命名,但亦有不能涵盖诸经的缺憾,不
能反映经学的发展.

«葆醇堂藏书录»史部分为九门,分别是正史、别
史、史钞、史通、纲鉴、典要、传记、谱牒、簿录.就史

部“典要”类而言,朱文藻案语记:“典要者,朝廷之大

典大要也.诸家簿录史部有故事一门,所载颇亦类

此.然故事所该,颇近琐屑.兹所录者,皆关系政令

之大,非类编细事者比.故以‘典要’二字,创为标

类.简首恭载钦定诸书,间有诸臣所纂,亦依类附

焉.其前代及本朝诸儒著述统纪历代典故者,并总

附于后.”[２０]以往的目录书中,«七录纪传录»设旧

事部,«隋书经籍志»史部、«古今书录»乙部史录设

“旧事”,«新唐书艺文志»乙部史录设“故事类”,
«遂初堂书目»史部设“故事类”“本朝故事”,«直斋书

录解题»史部设“典故类”,«文献通考经籍考»设
“故事”,«宋史艺文志»«明史艺文志»史部设“故
事类”,即朱氏所云“诸家簿录有故事一门”.朱文藻

以“典要”代“故事”,收大典大要之书,与«四库全书

总目提要»的史部“政书类”在创设内涵上存在一致

性.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»“政书类”下分“通制、典
礼、邦计、军政、法令、考工”六小类,收典章制度之

书;«葆醇堂藏书录»的史部“典要类”所收书则有«庭
训格言»«朱批谕旨»等皇帝训诫之书,还有«三通»
«册府元龟»«玉海»等书.«册府元龟»«玉海»二书通

常隶于类书,此处置于史部“典要类”,别有深意,当

１０１

典籍分类与学术演进———论«葆醇堂藏书录»的八分法体系/胡晨光
ClassificationofAncientBooksandAcademicEvolution—ABriefCommentontheTaxonomyofEightＧBranchofBaoChunTangCangShuLu/HuChenguang　　　

①

②

③

类部末案:“右类书十六种.”核其数量,实共十七种.(清)朱文

藻．葆醇堂藏书录[G]∥陈红彦．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

刊:第７册．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２０１７:２４１.
其中有«谈艺录»一书,为明代徐祯卿所撰,是为诗话著作之大

成,似归入诗话一类更为恰当.
如他在«碧溪诗话»的小传中对齐召南、丁传、汪士桂等怪谈轶事

的记载,同类记载俯拾即是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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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出于对类书性质的再思考.
«葆醇堂藏书录»子部分为儒家、杂家、释家、道

家、诸家.子部杂家类,朱文藻案:“杂家之例有二,
有学术不醇、习于杂霸者,有长于考古、不专二家者.
观汉隋与唐宋诸史志,门类分合之迹判然,自唐宋以

来相沿已久,率以考古之书为杂家,今从之.又史志

之例,儒家之后次以道家.今以杂家之书为学人考

订之用,与儒相近,彼二氏者非吾儒所尚.故儒家之

后,即次以杂家,而道家则改列杂家之后焉.”[２１]朱

文藻以学人治学的实际需要,在目录书中将杂家所

处位置的顺序前调,使儒家与杂家两类有助于考订

之书次序相接,反映出他在书籍分类中对学术实用

的注重.这一做法,同朱文藻参与编纂的«浙江采集

遗书总录»的处理方式一致[２２].
将杂家列于儒家之后,他又将佛家提于道家之

前,他说:“唐宋史志,皆以释家附于道家之后.彼时

尊崇道教,次叙宜然.然佛老之称,其来久矣.先佛

后老,匪自今兹.似不必沿袭旧例也.”[２３]清代尤其

是乾隆年间,佛道兴盛状况与唐宋时已有差异,因此

朱氏在图书目录中将佛家提前,道家附后.«四库全

书总目提要»释家类序言云:“诸志皆道先于释,然
«魏书»已称«释老志»,«七录»旧目载于释道宣«广宏

明集»者,亦释先于道,故今所叙录,以释家居前

焉.”[２４]实际上,«四库全书总目»先释后道的做法可

能和政治因素相关,同时期的书目如范邦甸«天一阁

书目»[２５]、钱大昕«元史艺文志»[２６]等均沿用了先释

后道的模式.朱氏区分了古道家和后世道教之书,
他说:“古之所谓道家,其言本有关于治道,非如后世

杂以 神 仙 导 引 之 说 也.老 子 之 谓 道 家,义 本 如

此.”[２７]他在参与校订«续通典»时也指出:“唐时尊

老子为圣祖,称之为太上元之皇帝,其礼尊崇,故杜

«典»序次在孔子祠之前.杜氏生于当代,著书立例

不得不尔,然出于一时,不经之典,不可为后世法

也.”[２８]试图在目录编制和书籍体例中反映道家的

衰落.释道两家之后,朱氏设诸家类,下分阴阳家、
农家、形家、医家四个三级类目.初看之下,诸家类

似有与一级类目的名称有叠床架屋之嫌,实际上,这
是考虑了书籍数量之后灵活变通的结果.诸家之下

的四个三级类目仅有书共九种,故在书目分类中由

第二级降为三级.
«葆醇堂藏书录»集部分为三门:别集、总集、丛

书.别集下设“历代诸家别集”“方外别集”“闺秀别

集”三小类,“凡百四十四种”[２９],以“历代诸家别集”
数量最多,他说:“别集各种,皆就插架所有,悉为录

出,不加抉择.夫文人积一生精力成此诗文,舍此别

无表见.虽零篇散佚,未必确有可传;然未尝不藉著

录家标其姓氏,垂之久远,则于去取格律,似可不必

过严.自昔如晁氏«读书志»,陈氏«解题»,当时或亦

漫尔入录,至今遂成不刊之书.今之所收,亦仿其

意,未始无裨于作者之苦心也.”[３０]朱氏深知将诸书

列入目录记载能够促进典籍流传,使之“垂之久远”,
故仿«郡斋读书志»«直斋书录解题»之意,在编辑书

目时特意留心,一一采录历代诸家别集.此外,«四
库全书总目凡例»云“释道、闺阁,亦各从时代,不
复区分”,暗指僧道、女性著述不宜与士大夫著述同

列.«葆醇堂藏书录»显得更为直白,在分类中特设

类目,以示区别,“别集”类中,设立“方外别集”,收僧

人诗文,仅有«筠溪牧潜集»和«烎虚大师遗集»二

种[３１];设立“闺秀别集”,收女性著作,只有«绣佛斋

草»和«红余小草»两种书[３２].

４　重新认识类书的性质和丛书的价值

朱氏在«葆醇堂藏书录»中将«佩文韵府»列入艺

部“韵书”类,将«册府元龟»列入史部“典要”类,«太
平广记»入说部“杂说”类,与诸家目录有所不同.可

见朱文藻在书录中对类书的归属,不独从编纂体例

切入,而是综合考量了典籍内容、材料取资和学术利

用等多方面因素,颇有独到之处.«四库全书总目»
称«太平广记»“古来轶闻琐事、僻笈遗文咸在焉,卷
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,盖小说家之渊海也.”[３３]部分

书目如«世善堂藏书目录»«季沧苇藏书目»等将«太
平广记»归入子部类书,未能反映其小说总集的典籍

性质.朱文藻与«四库全书总目»«书目答问»等目录

的处理方式一样,将其书归入杂说类,他在叙录中

说:“«太平广记»,宋李昉等编辑.太平兴国间,既得

诸国图籍,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,或宣怨言.尽收

用之,置之馆阁,厚其廪饩,使修群书又以野史、
传记、小说诸家,编成五百卷,分五十五部,赐名«太
平广记».”[３４]该提要分析了«太平广记»的创作原因

及材料来源,因其多采自“野史传记小说”,故将其归

入杂说类.
此外,朱文藻认为,«册府元龟»«玉海»多记载朝

廷典故,因此应列于史部典要类,而不再将其归于子

部类书类,他说:“右«三通»«元龟»«玉海»,文藻案:

２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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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书向入子部类事一门,今以其所载多纪朝廷典故,
足资史志考校之助,非类书之仅供词章采撮者,故列

于此.”[３５]«三通»置于“典故”类固然,但对«册府元

龟»«玉海»两部书的归属,朱文藻的分类同许多学者

不同.«册府元龟»为辑佚«旧五代史»的重要参考,
史料价值很高.周春云“先兄向辑«旧五代史钞»六
卷,邵二云留心此书,实自先兄发之,其时未知«永乐

大典»中所有也”[３６],另外,朱文藻还曾作«五代史纪

事»[３７],在助修«续三通»时也多考校五代史事[３８],以
五代史、宋史研究见长,或可推测,朱氏对«册府元

龟»的重视可能出自他认识到该书在五代史研究中

的重要价值.
黄永年先生在«古文献学讲义»目录学部分将

«册府元龟»放在史部政书类,他说:“还有一部大书,
过去多把它放在类书里的,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

途都和会要相同,因此也就附在会要一项来讲.这

就是:«册府元龟»有价值的是唐五代部分,多取

实录、国史及唐令、诏敕奏疏、诸司吏牍,颇有不见于

两«唐书»、两«五代史»及«通典»«唐会要»等书者,堪
称第一手史料而为研究者重视.”[３９]对此,辛德勇评

论说:“书籍的类别归属,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

质的认识.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«册府元

龟».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,有人还把

它与«太平御览»等并列为宋代‘四大类书’.黄永年

先生认为它‘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

同’,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.«册府元龟»自是

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,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,
其价值不在«唐会要»及«通典»诸书之下,体例与分

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,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

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.”[４０]虽然以为«册
府元龟»价值不在«唐会要»«通典»等书之下的看法

乃见仁见智之说,但据以上两位先生的分析,将«册
府元龟»从类书中摘出而置于史部典要类的做法是

有其合理性的.此外,朱氏将«玉海»置于典要类而

不归于类书,同样是出于对«玉海»在记载历代典制

和本朝掌故方面价值的考量.
在集部的别集和总集之后,朱文藻别设丛书一

类,收«汉魏丛书»«汉魏丛书抄»«津逮秘书»«知不足

斋丛书»等十二种书.朱文藻案:“诸家簿录,向无丛

书之目.今创立类例,缀于集部之末.盖‘丛’与

‘集’义本相同,合一人之作兼数种者,谓之‘集’;合
数十百人之作兼数十百种者,谓之‘丛’,亦可谓之

‘集’也.”[４１]朱文藻认为以往诸家目录著作中未把

丛书单独类目,他创立丛书类,并认为“丛”“集”字义

本相同,可以通用.
朱文藻对丛书的看法另见于«知不足斋丛书»序

言,他说:“丛书之名,何所昉乎? 昌黎诗云‘门以两

版,丛书其间’,犹丛积之义也.其萃群书而汇为一

编,前明始有«汉魏丛书»«唐宋丛书»«格致丛书»诸
刻.至国朝而新安张氏、钱塘王氏,以及楝亭、雅雨

诸家,搜奇集胜,流播艺林者,遂指不胜曲.而唐陆

天随自名其诗文曰«笠泽丛书»,其实权舆也①.天

随之言曰:‘丛书者,丛脞之书也.丛脞,犹细碎也,
细而不遗大,可知其所容矣.’儒者研穷经史,以探其

源,而又必泛滥乎诸子百家之书,以竟其流.”[４２]一

般认为,最早的综合性丛书出现在南宋,以«儒学警

悟»«百川学海»等书为代表.到明代时,开始正式把

“丛书”作为丛书书名的一部分.就著录而言,明代

万历年间«澹生堂书目»将丛书设在子部之末,被视

为丛书类在目录著作中立类之始[４３].«明史艺文

志»«四库全书总目»都未设“丛书”二级类目,«明史

艺文志»将其附于类书,«四库全书总目»将其归于

子部“杂家类”.朱文藻在忽略«澹生堂书目»有丛书

类目的情况下,认为“诸家簿录,向无丛书之目”,在
集部下创设“丛书类”,且他依据“丛”“集”字义相近,
将丛书置于集部,似较以往置于子部的做法略胜一

筹.丛书类目的设立,说明他对不断涌现的丛书的

重要性的认识有过人之处,此后如傅以礼«长恩阁书

目»、张之洞«书目答问»以及当代的诸多古籍目录均

采用了“经史子集丛”的五部分类方法,进一步提升

了丛书的地位.在认识发展过程中,将丛书作为二

级类目置于集部之下是一个认识上的过渡.

５　分类体系划分的原则

编撰目录的过程,即作者利用个人对典籍性质

和学术体系的认识,把次序散乱的典籍分门别类,使
相连的书籍和类目具备内在关联的过程.就功用而

言,私藏目录的编制,其一要网罗藏家之书,使人能

够阅其书目而知藏书概况,达到因目寻书和因目知

书的效果.其二,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,通过图书编

目反映学术、文化潮流变革.后者是更高层面的追

求,需要编目者对古代学术发展和当代学术脉搏有

３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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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把握.藏书的实际状况和学术的

发展变革是朱文藻划分体系、分类列目的主要原则.
其编目一方面兼顾了登记、检索的需要,另一方面则

反映了清代的学术发展状况.

５．１　藏书的实际状况

朱氏从王杰藏书的实际情况出发,灵活设置类

目以便于检索和利用,为了起到统计藏书的功用,他
在每一小类后都列明该类别藏书的数量.朱氏在类

目设置中,不拘泥于四部分类法,如藏书中无此部分

书籍,则撤去相关类目,如经部未设“乐类”“孝经

类”.若某部类仅有一种图书,常将其附于相近类

目,而不再单独立类,如将«衡湘稽古»附于志部通志

类,纵横家类仅有«战国策»一部书,故不再设立,将
书附列于子部道家.此外,调整部分二级类目的名

称,如史部设立“谱牒”类,案语记:“诸簿录家史部分

氏族、谱牒为二类.今以二 事 实 相 为 因,无 庸 岐

别①,故并氏族于谱牒之中.诸儒年谱,生平事迹,
分年编载,可与谱牒连累.”[４４]将氏族、谱牒、诸儒年

谱等性质、编纂体裁相近的十种典籍不再分列而是

并入“谱牒”类.再如史部设立“纲鉴”类,朱氏案曰:
“«通鉴纲目»诸书皆编年体也,诸簿录家于史部有编

年一类.今所藏者皆阐述涑水、紫阳而别无他书,故
节取纲鉴二字,以标其目,不复仍编年之旧称.”[４５]

此门类下“葆醇堂”所藏之书仅有«钦定资治通鉴纲

目»«通鉴地理通释»等十余种,而无其他编年类典

籍,因此朱文藻将“编年”改作“纲鉴”,综括阐释«资
治通鉴»之书.必须要承认的是,因书籍种类不够全

面和丰富而调整类目是相对无奈的选择,但在编目

中若无此书却强设此目更显得牵强.朱氏在编目实

践中不拘泥于既往框架,而是根据葆醇堂藏书的实

际情况调整类目划分和类目名称,体现了变通和发

展的观点,且能在类目变通时以案语阐明其渊源流

变和变通的依据,其处理方式灵活创新又有根有据,
从而弥补了某些因典籍缺收而调整类目的缺憾.

５．２　反映学术发展潮流

自唐至清,四部分类法沿袭千年,不能及时反映

学术的变革,使得目录学与学术史产生了背离[４６].
在这期间,一些卓有见地的学者试图突破四部框架,
郑樵说“类例既分,学术自明”[４７],他的«通志艺文

略»就细分三级类目,分类达数百种,内涵广博;孙星

衍«孙氏祠堂书目»采用十二分法[４８],也颇有新意.
余嘉锡就用“欲论次群书,兼备众门,则宜仿郑樵、孙

星衍之例,破四部之藩篱,别为门类”[４９]来肯定郑樵

和孙星衍的做法.当然,在郑樵和孙星衍之间已有

不少学者因时制宜,打破四部藩篱,李日刚«中国目

录学»一书就列有叶盛«菉竹堂书目»、陆深«江东藏

书目»、晁瑮«宝文堂书目»、孙楼«博雅堂藏书目录»、
沈节甫«玩易楼藏书目录»等“突出四部窠臼者十一

家”[５０],并揭示了上述书目在分类上的创见和不足.
此外,钱曾«读书敏求记»分七十八小类,王闻远«孝
慈堂书目»分八十五小类,虽然略显“琐碎冗杂”,但
对开阔视野不无益处.

就典籍的八分法而言,朱彝尊曾于康熙三十八

年(１６９９)在«曝书亭著录序»中表示将藏书分八类著

录,“录凡八卷,分八门焉,曰经、曰艺、曰史、曰志、曰
子、曰集、曰类、曰说”[５１],但书未刊行,已经失传,故
不知其分类依据;翁方纲在«李南涧墓表»中说李文

藻“意欲依«曝书亭著录»八门之目以编经籍”[５２],亦
未见其书;不过虽然如此,也可见他们认识到了四部

分类法的局限.朱文藻«葆醇堂藏书录»一级类目之

创设与朱彝尊相同②,类目达到三级分类,且有案语

揭示其分类缘由,其分类方法一方面建立在传统的

四部分类的基础之上,另一方面,整合了诸小类新设

艺部,并将志部、类部、说部提升为一级类目,且在二

级类目的设置中也力求突破窠臼,重新认识类书的

性质和丛书的价值,集中体现出对四部分类体系的

改造和对古代典籍分类法的开拓.
“古籍目录素有‘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’的功能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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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抄本作“岐别”,“岐”通“歧”.
«曝书亭著录»未刊不传,后李富孙曾予重编,李富孙序云:“竹垞

先生好聚书,于是构书亭南以暴之,计得八万卷,先生尝欲编其

著录,而迄未成,不数十年,渐就散佚.”现存的朱彝尊书目著作

如«曝书亭书目»«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»«竹垞行笈书目»«曝书

亭藏书集目偶存»等均未采用此八分法.朱文藻为朱彝尊同乡

后学,尊崇其学,曾作«朱竹垞年谱»一卷,未知朱文藻«葆醇堂藏

书录»一级类目之创设是否受到朱彝尊之启发,但朱文藻在案语

中多云“诸家簿录”所设,意在创立标目,多有新意;且朱彝尊此

序文未言及二、三级类目之设置办法,朱文藻之二、三级类目创

设或为己见.见张宗友．朱彝尊年谱[M]．南京:凤凰出版社,

２０１４:４４７;(清)许瑶光修,吴仰贤等纂．(光绪)«嘉兴府志»卷八

十«经籍志»[G]∥中国地方志集成(浙江府县志辑):第１４册．上
海:上海书店,１９９３:６０６;朱彝尊．曝书亭书目[M]．国家图书馆藏

刘氏味经书屋抄本;朱彝尊．曝书亭序跋 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

竹垞行笈书目[M]．杜泽逊,崔晓新,点校．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

社,２０１０:３２９－４０２.朱彝尊．曝书亭藏书集目偶存[G]∥南京图

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:第七册．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

２０１７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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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功能是通过它的小序和部次分类体现出来

的.”[５３]朱文藻对小学和金石学卓有专长,被«书目

答问»之«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»列入小学家和金石

学家[５４],他把六书、金石、韵书等类专门列出,别立

艺部,不仅出于个人对该内容的重视,更是清代以文

字音韵学、金石学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术勃兴的体现,
反映了考据学的发展.«葆醇堂藏书录»金石法帖类

共收书十种,其中就有六种为清人著作.类书部和

丛书子目的设立一则适应了类书丛书大量涌现的现

状,二则体现了朱氏对此类书籍性质的认识在一定

程度上超越前人.志部之书按今天的学科划分属于

地理类书籍,此前该部分典籍常收在史部,正如小学

附在经部之末一般.从«隋书经籍志»到«通志
艺文略»,再到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»,地理类始终作

为史部的内容而存在.朱文藻在图书分类中将地理

立为一部,使地理书拥有与史部书平行的关系,而不

再统属于史部.这除了因王杰官任要职,故有了解

各地形势的需要,地理类藏书很多,具备在书目中单

独立目的条件外,更深层的原因还是清代诸多学者

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多角度深研舆地之学,使地理

类书籍逐渐增多,是清代经世致用学风的体现.此

外,他对史部典要类、子部杂家类、释家类、道家类的

设立和顺序调整也都纳入了考证实用和学术变迁等

因素的综合考量.因而可以说,为反映清代学术发

展潮流而创新目录分类体系,是朱文藻变革类目的

主要动力.
朱文藻«葆醇堂藏书录»幸存一抄本,使人得知

其八分法体系,但其长期深锁书库,不为人所用,故
其价值不为前人充分认识.是书灵活变通地部次群

书,归纳学术,丰富了图书分类和学术总结的实践.
通过其分类体系和简述学术源流、阐释分类缘由的

案语,可以窥见乾嘉学人对学术演进的认识,也可以

借此把握清代的学术潮流和风尚,其价值应该得到

重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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